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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物量动态变化及与环境因子的
关系
———基于模拟增温实验

徐满厚１，∗，刘　 敏１，翟大彤１，薛　 娴２，彭　 飞２，尤全刚２

１ 太原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晋中　 ０３０６１９

２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以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为研究区，设置模拟增温实验样地，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持续增温，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调查植被地上⁃地下生

物量，探讨气候变暖背景下高寒草甸生物量的动态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结果表明：（１）增温处理下地上⁃地下生物量与

根冠比的中值和平均值大于对照，其中地下生物量（变异系数为 ０．３０）的增加幅度大于地上生物量（变异系数为 ０．２７），根冠比

的变异系数（０．３３）大于地上⁃地下生物量，这表明增温可导致高寒草甸植被生物量分配出现差异。 （２）地上⁃地下生物量呈极显

著的幂指数函数关系（Ｒ２ ＝ ０．１４７，Ｐ＜０．００１），表现为异速生长，但在增温处理下异速生长出现减缓（Ｒ２ ＝ ０．１０２，Ｐ＜０．０５）。 （３）地
上生物量受深层土壤水分和浅层土壤温度影响较大，地下生物量受深层土壤水分和深层土壤温度影响较大；土壤温度对地上⁃
地下生物量的影响强于土壤水分，表现为 ２０ ｃｍ 深度土壤温度对地上生物量（Ｒ＝ ０．５８２，Ｐ＜０．０１）和根冠比（Ｒ＝ －０．２３８，Ｐ＜０．０５）
影响较大，６０ ｃｍ 深度土壤温度对地下生物量影响较大（Ｒ＝ ０．３８８，Ｐ＜０．０１），１００ ｃｍ 深度土壤水分对地上生物量（Ｒ＝ ０．４２３，Ｐ＜０．
０１）和地下生物量（Ｒ＝ ０．２４５，Ｐ＜０．０５）影响较大，这说明增温导致浅层土壤温度对生物量分配产生影响，使生物量更多分配到地

上部分，而冻土融化致使深层土壤水分对生物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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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ａ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６０ ｃｍ ｈａｄ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ＢＧＢ （Ｒ ＝ ０．３８８， Ｐ ＜ ０．０１）．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ｔ ａ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１００ ｃｍ ｈａｄ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ｂｏｔｈ ＡＧＢ （Ｒ ＝ ０．４２３， Ｐ ＜ ０．０１） ａｎｄ ＢＧＢ （Ｒ ＝ ０．２４５， Ｐ ＜ ０．０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ｄｅｅｐ－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ｆｒｏｚｅｎ ｓｏｉｌ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ａｒｍｉｎｇ

草地作为陆地上分布最为广泛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在全球碳循环和气候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１， ２］。 草

地生物量既能反映草地能流、物流和第一性生产力，也可反映草地群落或生态系统功能强弱［３］。 准确测定草

地生物量大小，揭示其地上与地下分配关系及其与环境因子关系，对于评估其 ＣＯ２源汇功能，预测草地生态系

统与全球变化动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４］。 草地生物量的地上⁃地下分配关系反映了植物的生存策略，可影响

植物个体生长、植被结构和生态系统土壤碳输入［５， ６］。 地下－地上生物量比（Ｒ ／ Ｓ）是许多陆地生态系统碳循

环模型的重要参数，但由于根系采样等诸多困难使 Ｒ ／ Ｓ 的测算存在很大不确定性［７， ８］。 目前，中国主要草地

生态系统类型中的地上⁃地下生物量在群落和个体水平上均有较为系统研究［２，９⁃１１］。 群落水平上青藏草地生

物量地上⁃地下分配符合等速生长假说，但并未观察到 Ｒ ／ Ｓ 随年均温或者年降水呈显著变化趋势［７，８，１２］；个体

水平上中国草地的地上⁃地下生物分配不支持等速生长假说，Ｒ ／ Ｓ 随年均温和年降水同样无明显变化趋势［５］。
总体上无论是内蒙温带草原还是青藏高寒草地，其 Ｒ ／ Ｓ 都大于全球草地［７， ８］。

草地生物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是草地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重要内容之一。 围绕草地生物量的动态

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１，１３⁃１９］。 Ｓｃｕｒｌｏｃｋ 等［１］ 通过综合分析世界各地

野外实测的主要草地类型生物量及相关环境因子数据，建立了全球净初级生产力综合数据库。 Ｂａｉ 等［１６］对内

蒙古草地进行了 ２４ 年的研究，发现 １—７ 月份的降水是引起群落生物量产生波动的主要气候因子；而蔡学彩

等［１３］对内蒙古草地的研究表明，群落生物量的年际变化与年降水、月降水以及 １—７ 月份降水量的变化无显

著相关性。 对高寒草地的研究，李凯辉等［１５］得到 ７—８ 月份的平均气温是决定禾本科和莎草科功能群地上生

物量的主导因子；王长庭等［１４］研究也发现，温度对高寒草甸植物群落初级生产力（地上生物量）的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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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不同海拔梯度植物群落初级生产力的主要环境因子。 然而，以往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１）研究方法

和数据来源等方面的不同使结果存在很大差异；（２）通常采用草地资源清查数据或者已经发表的生物量数

据，缺少采用统一调查方法获得的实测数据；（３）我国草地地上生物量受降水影响较为显著，但地下生物量对

环境因子的响应特征尚不明确［５］。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在同一个地点、相同的草地类型中进行个体水平或群

落水平调查，从而探究草地生物量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青藏高原作为全球冰冻圈的重要区域，广泛发育着多年冻土。 由于多年冻土环境对气候变暖响应剧烈，

使得该地区高寒草地生态系统表现出异常的脆弱性［３， ２０］。 作为青藏高原的一种典型草地类型，高寒草甸是

适应高原隆起与长期低温环境形成的特殊产物，是典型的高原地带性和山地垂直地带性植被［２１，２２］。 但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对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影响极为敏感，一旦遭受破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恢复，甚至导

致草地退化和沙漠化发生［２３，２４］。 因此，本研究以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为研究对象，从群落水平上探讨气候变暖

背景下高寒草甸生物量的动态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以期为高海拔地区植被的保护和合理利用，防止

草地退化和沙漠化发生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科学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青藏高原研究基地，坐标为 ３４°４９′３４″—３４°４９′３７″ Ｎ、
９２°５５′５７″—９２°５６′０６″ Ｅ，海拔在 ４６２０—４６４０ ｍ 之间［２５⁃２７］。 该地属青藏高原干寒气候区，年均气温－５．９ ℃，年
均降水量 ２６７．６ ｍｍ，年均潜在蒸发量 １３１６．９ ｍｍ。 试验地位于青藏高原北麓河多年冻土区，该区冻土活动层

厚度一般为 ２—３ｍ，冻结期为 ９ 月至翌年 ４ 月。 在高寒草甸生长季（５—９ 月），研究区的植物群落组成以莎草

科和菊科的物种居多，植被盖度达 ８３％。 其中，以莎草科的高山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ｐｙｇｍａｅａ）为建群种，并伴生有

莎草科的青藏苔草（Ｃａｒｅｘ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ｉ）、豆科的细小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ｐｕｓｉｌｌａ）、报春花科的垫状点地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ｔａｐｅｔｅ），以及菊科的矮火绒草（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ｎａｎｕｍ） 和美丽风毛菊（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等，蓼科的珠芽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也较为常见。
１．２　 样地设置

实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置对照、增温（使地面温度约增加 ３ ℃）、刈割（留茬高度约 １ ｃｍ）及增温＋刈
割交互作用 ４ 种处理（图 １） ［２７］。 每种处理 ５ 个重复（即 ５ 个区组），共 ２０ 个样地，每个样地面积 ２ ｍ×２ ｍ，相
邻样地间隔 ４—５ ｍ。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该实验设计的对照和增温样地。 对照样地设置：该样地内不进

行增温、刈割处理，保持植被自然状态。 增温样地设置：增温装置采用红外线辐射器，灯体为 １６５ ｃｍ 长、１５ ｃｍ
宽的三棱形，灯管为 １５０ ｃｍ 长、８ ｍｍ 直径的圆柱体，将其架设在样地正上方距地面 １．５ ｍ 高度处，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开始全年不间断增温。 每一区组样地外围都用铁丝网围拦，以防破坏。
１．３　 植被生物量测定

于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高寒草甸生长季进行植被群落特征调查（５—９ 月，每月中旬调查一次），测定方法详见

参考文献［２５⁃２７］。 在实验样地（对照、增温）周围选取临时性样方，通过建立临时性样方植被地上生物量与

高度、盖度的回归方程间接推导出实验样地生长季植被的地上生物量。 根系获取采用土钻法，即每个样地用

内径为 ７ ｃｍ 的土钻分不同土层钻取根系样品（为减少样地破坏，钻数确定为 １），土层分为 ５ 层：０—１０ ｃｍ、
１０—２０ ｃｍ、２０—３０ ｃｍ、３０—４０ ｃｍ 和 ４０—５０ ｃｍ。 土样密封后运回实验室进行风干，然后用 ６０ 目标准土壤筛

（０．２８ ｍｍ 孔径）将根系与土壤分离。 根系部分冲洗风干后，根据根的颜色、柔韧性及是否附着毛根辨别出活

根，将活根放进 ７５ ℃的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然后称量作为地下生物量。
１．４　 土壤水热测定

观测设备由美国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公司生产（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ＵＳＡ），传感器选择国际认证并符合国

家标准的型号。 土壤温度由 １０９ＳＳ－Ｌ 型温度探头分 ４ 个深度测定，分别为 ２０ ｃｍ、４０ ｃｍ、６０ ｃｍ 和 １００ ｃ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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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增温、刈割实验样地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壤水分由 ＦＤＲ（Ｅｎｖｉｏｒ ＳＭＡＲＴ 型）水分探头分 ５ 个深度测定，分别为 １０ ｃｍ、２０ ｃｍ、４０ ｃｍ、６０ ｃｍ 和 １００
ｃｍ［２５， ２６］。 所用传感器均连接到 ＣＲ１０００ 型数据采集仪，以 １０ ｍｉｎ 为间隔自动记录数据，分析计算时将 ２４ ｈ
内的数据取平均值作为日数据。
１．５　 数据分析

（１）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不同月份临时性样方的 １００ 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２７］，通过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构

建植被地上生物量与高度、盖度的回归方程：
ａｂ ＝ ３０８．２６ｃ ＋ ２２．７６４ｈ － １２１．８０１ （Ｒ２ ＝ ０．７３７， Ｐ ＜ ０．００１， Ｎ ＝ １００）

式中，ｃ 为盖度、ｈ 为高度 ／ ｃｍ、ａｂ 为地上生物量 ／ （ｇ ／ ｍ２）。
通过实测实验样地内植被的盖度和高度，由此回归方程间接推导出实验样地植被的地上生物量。
（２）选择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生长季实验样地的 ８０ 组数据（２０１２ 年每个处理取了 ５ 个重复，５ 个月份共获得

５０ 组数据；２０１３ 年每个处理取了 ３ 个重复，５ 个月份共获得 ３０ 组数据）进行相关、回归分析。 地上生物量与

地下生物量的关系，先由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进行曲线拟合以得到最佳方程，再由 Ｏｒｉｇｉｎ８．１ 软件绘图完成。 地上生

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与不同深度土壤温度、水分的关系，先由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进行相关分析，择其显著者

再由 Ｏｒｉｇｉｎ８．１ 软件绘制回归关系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物量的数量特征

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数据经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检验均符合正态分布（Ｐ＞０．０５），可直接用

于相关、回归分析（表 １）。 然而，在增温处理下，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的数据变异较大。 其中，地
上生物量的数据范围略有缩小，变异系数小于对照，数据更加集中；地下生物量的数据范围呈扩大趋势，变异

系数大于对照，数据更加离散；根冠比的数据范围虽略有扩大，但变异系数与对照相等，数据波动趋于平衡。
增温处理下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的中值 ／平均值均大于对照，数据呈增大趋势，且地下生物量

（变异系数为 ０．３０）的增加幅度大于地上生物量（变异系数为 ０．２７）。 增温处理下根冠比的变异系数（０．３３）大
于地上生物量（０．２７）和地下生物量（０．３０）。 以上分析表明，增温可导致高寒草甸生物量地上⁃地下分配出现

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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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物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指标
Ｉｎｄｅｘ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中值
Ｍｅｄｉ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Ｋ⁃Ｓ Ｐ 值
Ｋ⁃Ｓ

Ｐ ｖａｌｕｅ
地上生物量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０ １４３．３５—４１７．１７ ２３９．８３ ７５．６０ ２４５．６４ ０．３１ ０．７８
ＡＧＢ ／ （ｇ ／ ｍ２）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４０ １５７．３４—４１０．５３ ２５６．３２ ７０．１５ ２５７．２１ ０．２７ ０．５４

全部 Ｔｏｔａｌ ８０ １４３．３５—４１７．１７ ２４７．５７ ７２．７０ ２５１．４３ ０．２９ ０．５７
地下生物量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０ １２０１．８０—４８９８．９９ ３４７２．６４ ９４４．９６ ３３７１．７０ ０．２８ ０．６７
ＢＧＢ ／ （ｇ ／ ｍ２）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４０ １３０８．７０—５７１８．４４ ３７１０．１９ １０８８．５３ ３６５３．８２ ０．３０ ０．９５

全部 Ｔｏｔａｌ ８０ １２０１．８０—５７１８．４４ ３５３１．００ １０２２．７０ ３５１２．７６ ０．２９ ０．９２
根冠比 ＲＳＲ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０ ６．６４—２３．１７ １３．５８ ４．８０ １４．４８ ０．３３ ０．３５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４０ ６．１４—２３．２９ １４．１３ ４．９６ １４．８７ ０．３３ ０．９１
全部 Ｔｏｔａｌ ８０ ６．１４—２３．２９ １３．５９ ４．８６ １４．６７ ０．３３ ０．３９

　 　 ＡＧＢ：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ＧＢ：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ＲＳＲ：Ｒｏｏｔ⁃ｔｏ⁃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Ｋ⁃Ｓ Ｐ 值：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检验的显著性

２．２　 生物量间的关系

对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进行曲线拟合，显示二者呈极显著的幂指数函数关系（Ｎ ＝ ８０，Ｒ２ ＝ ０．１４７，Ｐ＜
０．００１）（图 ２）。 其中，对照处理下的幂指数函数同样达到极显著水平（Ｎ＝ ４０，Ｐ＜０．０１），而增温处理下的显著

性略有下降，只达到显著水平（Ｎ＝ ４０，Ｐ＜０．０５）。 同时，增温处理下幂指数函数方程的决定系数（０．１０２）也略

有下降，低于对照处理的 ０．１８８。

图 ２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曲线拟合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对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取 Ｌｇ 对数转换，然后进行线性相关分析，显示二者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０１）（表 ２）。 其中，对照处理下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Ｐ ＝ ０．００５＜０．０１），而增温处理下的相关性达

到显著水平（Ｐ＝ ０．０４４＜０．０５）。 同时，增温处理下线性方程的截距略有增大，斜率略有减小，表明地上生物量

与地下生物量的线性关系减弱。 对照、增温处理下线性方程的斜率均小于 １，表明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

呈异速生长关系，但在增温处理下相关性减弱，异速生长出现减缓。

表 ２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对数转换后的线性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Ｌｇ Ｒ２ Ｐ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斜率 Ｓｌｏｐｅ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１８８ ０．００５ ２．４１６ ０．４６１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４ ２．５９ ０．３９７
全部 Ｔｏｔａｌ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１ ２．４７５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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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生物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对生物量与不同深度土壤温度、水分进行相关分析，择其显著者绘制回归关系图（图 ３）。 地上生物量与

６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水分及 ２０、４０、６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温度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其中，１００ ｃｍ 土壤水分与地上生

物量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而 ６０ ｃｍ 土壤水分与地上生物量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且前者

相关系数（０．４２３）大于后者（０．２２３），二者相关系数平均为 ０．３２３；１００ ｃｍ 土壤温度与地上生物量的相关性只

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而 ２０、４０、６０ ｃｍ 土壤温度与地上生物量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且随深度增加各

土壤温度的相关系数减小，平均为 ０．４６，大于土壤水分。
地下生物量与 １００ ｃｍ 土壤水分及 ２０、４０、６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温度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其中，１００ ｃｍ 土

壤水分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而各深度土壤温度与地下生物量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且随着深度增加各土壤温度的相关系数略有增加，平均为 ０．３５４，大于土壤水分（０．２４５）。 以上分

析表明，深层土壤水分和浅层土壤温度对地上生物量影响较大，深层土壤水分和深层土壤温度对地下生物量

影响较大，且土壤温度对地上⁃地下生物量的影响强于土壤水分。 然而，根冠比只与 ２０ ｃｍ 土壤温度呈显著负

相关（Ｒ＝ －０．２３８，Ｐ＜０．０５），表明浅层土壤温度还对生物量分配产生影响，可促进生物量更多的分配到地上部

分，使地上生物量增大。

图 ３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物量与土壤温度、水分的相关分析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Ｗ６０、ＳＷ１００：６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水分 ／ ％；ＳＴ２０、ＳＴ６０、ＳＴ１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温度 ／ ℃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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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将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分别作为因变量，将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和土壤水分同时作为

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各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均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０１），说明回归方程构建成立

（表 ３）。 从进入方程的自变量可以看出，地上生物量由 ２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温度决定（Ｒ２ ＝ ０．３９３），地下生物量由

６０ ｃｍ 土壤温度决定（Ｒ２ ＝ ０．１５１），根冠比由 ２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温度和 １０、２０、６０ ｃｍ 土壤水分决定（Ｒ２ ＝ ０．３４９）。
可见，土壤温度对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产生影响，土壤温度和土壤水分共同对根冠比产生影响，进一步证

明土壤温度对生物量的影响强于土壤水分。

表 ３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物量与土壤温度、水分的逐步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因变量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２ Ｐ 表达式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Ｂ ＳＴ２０， ＳＴ１００ ０．３９３ ＜０．００１ １１９．６１５＋２３．２７２ＳＴ２０－１２．５２５ＳＴ１００

ＢＧＢ ＳＴ６０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１ ２８０７．３１１＋１６６．７２１ＳＴ６０

ＲＳＲ
ＳＴ２０， ＳＴ１００， ＳＷ１０，
ＳＷ２０， ＳＷ６０

０．３４９ ＜０．００１
２６． ７８７－１．７６９ＳＴ２０＋１．８２９ＳＴ１００ －０．７８４ＳＷ１０ ＋０．３９１ＳＷ２０ ＋
０．１５１ＳＷ６０

　 　 ＡＧＢ：地上生物量 ／ （ｇ ／ ｍ２），ＢＧＢ：地下生物量 ／ （ ｇ ／ ｍ２ ），ＲＳＲ：根冠比；ＳＴ２０、ＳＴ６０、ＳＴ１００：２０、６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温度 ／ ℃ ；ＳＷ１０、ＳＷ２０、ＳＷ６０：１０、

２０、６０ ｃｍ 土壤水分 ／ ％

３　 讨论

３．１　 生物量的分配关系

异速生长规律通常以幂函数形式表示，用于描述生物个体大小和其它属性之间的非线性数量关系，也可

表示生物体两个不同器官大小或不同属性之间的相关关系［２８］。 本研究得到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

量呈极显著的幂指数函数关系，通过 Ｌｇ 对数转换后，该表达式的线性斜率远小于 １，表明地上生物量与地下

生物量呈异速生长关系。 前期研究也表明，由于高寒草甸地上⁃地下环境差异较大，植被地上部分近似等速生

长，地下部分表现为异速生长，但整体呈现异速生长［２５］。 Ｙａｎｇ 等［７， ８］ 研究结果却表明，高寒草地地上生物量

与地下生物量虽符合极显著的幂指数函数关系，但经对数转换后线性关系的斜率为 ０．９４，说明在群落水平上

青藏高寒草地地上⁃地下生物量分配符合等速生长理论；但在植物个体水平上，高寒草地地下－地上生物量分

配关系并不支持等速生长假说，且青藏高寒草地植物个体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相关生长关系的斜率（０．
７１）显著低于内蒙温带草地植物（０．８４） ［５］。

可见，虽为同一植被类型，但由于研究尺度和采样方法不同，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这主要体现在：一
方面，个体水平上由于选择成熟且完整的植物，因而地上部分较准确，但采样过程中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损失一

部分根［５］；群落水平上虽然通过颜色、形态等方法区分了死根和活根，但由于草地群落中植物的种类众多，根
的颜色、形态多样，增加了区分死根和活根的难度［５］，使测得的地下生物量存在很大误差。 另一方面，还与研

究区植被的生长特点有关。 青藏高寒草地植物的分形结构并不像木本植物那样清楚，许多多年生草本物种为

莲座状叶基生植物，其茎主要是繁殖器官的支持结构，而非起到向叶运输营养的通道作用；地下部分也不都是

吸收营养和水分的器官，它们常常异化出具有储藏或者其他功能的结构，如块茎、块根、地下茎等［５］。 所以，
很多高寒草地植物不能完全满足 Ｅｎｑｕｉｓｔ 等的理论假设，特别是关于植物茎长度与根长度大致按比例增长的

假设［２９］。 为此，我们在研究生物量分配结构时，还需进一步在同一地点、相同的植被类型中，同时进行个体水

平和群落水平调查，明确从个体⁃群落到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分配差异。
３．２　 生物量分配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生物量分配主要受气候因素影响，植物通过改变对不同器官的生物量分配来达到在变化环境中最大限度

提高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从而增加生长速率［５］。 Ｍｏｋａｎｙ 等［３０］ 利用全球 Ｒ ／ Ｓ 数据分析得到，草地生态系统

Ｒ ／ Ｓ 与年均温和年降水呈显著负相关；而王亮等［５］ 和 Ｙａｎｇ 等［７， ８］ 分别从植物个体水平和群落水平对中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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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Ｒ ／ Ｓ 的研究却发现，Ｒ ／ Ｓ 随年均温和年降水未呈明显的变化趋势。 因此，环境因子的异质性对植被生物量

分配结构产生重要影响［３１⁃３３］。
温度控制着生态系统中许多生物化学反应速率，且几乎影响所有生物学过程［３４］。 温度升高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植物正常生长所需的热量供应，但也改变了植物群落的小气候环境，从而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植物生

物量生产及分配［３５］。 １ 年的增温实验表明，深层土壤温度和水分对高寒草甸植被生物量产生一定影响［２６］。
本研究使用 ３ 年的增温实验数据，得到地上生物量受深层土壤水分和浅层土壤温度影响较大，地下生物量受

深层土壤水分和深层土壤温度影响较大，且土壤温度对地上⁃地下生物量的影响强于土壤水分。 以上研究结

果可能与增温后冻土融化改变了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及其他土壤因素的含量和分布有关。 前期研究发现，增
温 ３ 年后，土壤水分在表层减少、深层增加，且在 ６０、１００ ｃｍ 深度处水分增加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增温可导

致高寒草甸冻土融化［３６］。 另外，Ｂｏｅｃｋ 等［３７］研究表明，增温导致土壤含水量下降，使植被地上⁃地下生物量分

别降低了 １８％和 ２３％；李英年等［３８］研究也显示，增温造成水分效应胁迫，导致高寒草甸植被总生物量和牧草

产量降低。 因此，植被地上⁃地下生物量不仅受温度影响，还受土壤水分限制。
在温度升高的情况下，植物生物量的分配模式受多种因素影响。 以岷江冷杉为例，６５ 个月的增温实验发

现，增温增加了幼苗茎重比，减少了叶重比，说明长期增温使幼苗将更多生物量分配到茎［３９］；而 １０ 个月不同

光照条件的增温实验表明，全光条件下增温促使幼苗将更多生物量分配到根，低光情况下增温使生物量主要

分配到叶［４０］。 在本研究中，增温导致浅层土壤温度对生物量分配产生影响，促使生物量更多地分配到地上部

分，增加地上生物量。 可见，植物生物量分配结构对增温的响应不仅取决于植物种类和水热环境，还与增温的

持续时间有关。 短期和长期增温效应往往存在较大差异，短期增温有利于草甸区禾本科植物的生长，而长期

增温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还可能改变由短期增温引起的生物量分配结构［４１］。 研究表明，增温对高寒草

甸地上植被生长的影响初期并不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开始加强［２７］。 因此，增温实验的不同时间尺度

对生物量分配结构的研究结果具有很大影响。

４　 结论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表现为异速生长模式，但由于草甸地上⁃地下环境差异较大

及物种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在气候变暖背景下该生长模式略有减缓。 高寒地区发育着丰富的多年冻土，在温

度升高的条件下导致浅层土壤温度对生物量分配产生影响，使生物量更多地分配到地上部分，而冻土融化致

使深层土壤水分对生物量产生促进作用。 高寒植被生物量分配对温度升高的响应不仅取决于植物种类和水

热环境，还与增温的持续时间有关。 短期增温有利于草甸区禾本科植物的生长，而长期增温不仅影响植物的

生长发育，还可能改变由短期增温引起的生物量分配结构，因此需注意增温实验的时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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